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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经济增长 － 反贫困效应形成”的逻辑结构把反贫困与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结合起

来，分析了涓滴效应、微型金融的局限性和农村金融内生观的理论渊源，并基于农村金融的内生性

源于转型增长的资源配置要求分析了演化路径。非均衡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使农村金融发展陷入十

分必要、又面临巨大逆向压力的矛盾结构，并把疲于应付的农村金融改革推到了一个重要历史拐

点。低收入农村地区是金融反贫困的重中之重，应设立以农业、农村开发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机构。

依据后二元经济的新特征，推导出农村金融反贫困的主要发展取向是积极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特

色农产品生产等为内容的金融支持和能够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合作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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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提高了贫困线，将农民人均年纯收

入 2 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标志着中国的

反贫困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在那里? 一般的解

读主要有两条: 一是新贫困标准大体上与国际接轨;

二是由温饱型开始向“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

富”的小康型新阶段转变。不过，如果反贫困能够

与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化解结合起来，新阶段

的意义将会更深刻、更富有战略意义。这不仅是由

于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地区，是贫困

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而且由于“相对贫困化”已

成为反贫困的重要方面。2011 年，中国平均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仍然高达 3． 13 倍，而按首位城市 ( 上

海) 与农村居民收入最低省份( 甘肃) 计算的最大城

乡收入差距更是高达 9． 27 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反贫困问题，

主要回答农村金融反贫困的技术路径问题。

一、研究综述: 金融反贫困模式与

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金融反贫困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金融、经济增长与反贫困的关系”、微型金融、

农村金融的内生性等方面，我们试对其研究现状和

绩效给予简要的评价，并分析其研究视角的定位。

( 一) 基于金融与经济增长、收入分

配关系的反贫困研究

该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结构是: 金融发展—经

济增长—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减贫效应，并

认为其作用机制是涓滴效应，即在没有任何反贫措

施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增加

财政收支来影响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1］。此种

模式可以称为总量模式，是金融反贫困最重要的方

式。例如，在“2001 ～ 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实施 10 年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从而

使农村贫困人口由 2000 年底的 9 423 万人减少到

2009 年的 3 597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0． 2% 下降到

3． 8%。应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农村减贫方

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由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

配之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组合选择，此种模式的金

融反贫效应也是不稳定的。首先，金融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金融深化或金融抑制一类的

同增、同减的关系，还有可能出现相互背离的关系，

例如通货膨胀、金融泡沫就是金融总量的过度增长

而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形式。在这种特殊状态

下，不仅金融的反贫困效应会消失殆尽，而且贫困问

题还会急剧恶化。其次，经济增长也有可能与收入

差距的不断扩大相匹配; 于是，在城乡、区域经济差

距较大的条件下，其反贫困效应就是值得怀疑的。

周振等借助于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了二元经济增长模

型中的金融的作用，指出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间出

现的流动性失衡存在着“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作

用［2］。这就意味着它也具有加剧相对贫困的作用。

( 二) 金融获得论

有学者提出了一种金融获得论的观点较有代表

性:“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高那些享受到金融服务

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如果能为贫困群体提供

适当的金融服务，”则可以实现他们收入水平的提

高［3］。较为典型的分析案例是 Galor 和 Zeira 构建的

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认为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

一个门槛，穷人由收入低的传统部门进入高收入的

现代部门存在投资约束;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当穷

人能够通过获得金融支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就

能进入现代部门并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社会整体的

收入差距就会缩小［4］。此类研究的特点是从人力资

本投资、劳者素质提高等角度研究反贫困作用的，但

其潜在的假设前提是现代部门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

机会。

毫无疑问，如何使贫困人口得到金融支持和服

务一直是金融反贫困的最重要研究视角之一。但

是，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本身并不能构成反贫困

效应形成的充分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向贫困人口

提供金融服务，即使就资金支持而言，有生活性借

款、一般的生产性借款、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形式，

其反贫困效应会因形式或者具体条件不同差异很

大; 另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只有在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促成经济增长时，才能形成稳定的反贫困效应。如

果忽视了这种逻辑关系，对反贫困效应形成的描述

就是模糊的、不完整的。例如，举世闻名的“乔布拉

村试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默罕默德·尤努斯通过

向 42 位手工劳动者提供 27 美元的贷款，使他们能

够免受经销商的盘剥而提高了收入［5］; 但问题是，不

仅穷人收入的增加源于再分配，而且它使资本分散

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规模化经营的可能。这类

案例听起来很“慈善”，但如果不能与经济增长或生

产发展相结合，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固化”贫

困的作用。

( 三) 微型金融———近贫困群体论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的出

现，到 2005 年被命名为世界“微型金融年”，它标志

着微型金融已成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反贫困模式。微

型金融之所以能够作为一支重要的金融反贫困力量

异军突起，从宏观上讲，主要是由于经济非均衡发

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基于经济增长的总量

反贫困效应的不断下降，客观上就需要一种能够针

对低收入群体的金融形式，尽可能地削弱经济差距

的负效应以缓和宏观经济内部的冲突和社会矛盾。

这是微型金融获得发展的内在根源。至于为什么偏

偏是微型金融，主要在于微型金融具有近低收入群

体的技术优势，易于深入特定的群体和地域进行微

型的经济改造。

但微型金融的反贫困绩效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

的问题。赞成的观点认为其反贫困绩效显著［6-7］; 持

异议的人则认为，微型金融的反贫困绩效不显著、甚

至 是 不 确 定，需 要 与 其 他 条 件 相 结 合。Anis

Chowdhury 指出，微型金融虽然提供了一些创新管

理和经营策略，但减贫影响仍不确定，要想从根本上

缓解贫困，政策的焦点应放在增长导向和股权提高

的项目上来［8］。

微型金融反贫困绩效之所以难以评价，既因为

相关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又因为项目数量众多、且

内容千差万异，其本身的效益也相差悬殊。但从宏

观上看，在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向贫困人口

输送资金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要使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彻底消除贫困，就必须发展生产和经

济。借助微型金融，使少数人通过发展生产达到脱

贫致富目的应当是可行的; 但是，要使一个地区、一

个产业( 农业) 或一个阶层实现脱贫致富，微型金融

就难以胜任了。这是需要从更高层面解决问题，而

微型金融本质是一种个案性或个性化的反贫困模

式。因此，仅就金融结构安排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微

84

陈春生，等: 基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反贫困路径分析



型金融的反贫困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 只有当一个

国家发生大规模的结构失衡、资源配置失调且在较

长时期内又难以得到调整时，小额信贷之类的微型

金融才会被委以重任，获得惊人的发展。像印度那

样的国家，小额信贷的规模如此之大、普及的范围如

此之广，难到不是说明了其经济结构存在着深层次

的问题?

( 四) 农村内生金融———有关民间

金融的研究

农村是贫困人口分布较密集的地区，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这就使农村金融发展实际

上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又由于转型增长所形

成的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相应的金融安排，农村

金融供给的二元格局，使土生土长的民间金融长期

以来实际上一直充当着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角

色。于是，似乎是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探讨，形成

了从内生性视角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反贫困问题

的热潮。

农村内生金融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种是二

元法，它是以麦金农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

场表现为典型的相互分割、平行发展的二元金融结

构”理论为基础，相对于政府主导或外部介入的正

规金融而言，把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金融形式通称

为内生金融［9］。另一种因素内生法，认为农村内生

金融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某些因素和特征所诱致生

成的金融活动和形式。两种定义法的外延相差不

大，但因素内生法更加强调源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社

会的特有因素。其基本的推理结构是: 首先指出传

统小农经济社会的一些特征，如小农经济、熟人社

会、家庭圈层等; 再推演出这个社会特有的信任“差

序格局”和信息传递机制及风险控制机制等［10］; 然

后分析民间金融的一些特征———如能利用“熟人社

会”获取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等———如何使其更加

适应于传统的农村经济。

此类研究只是解释了民间金融在技术上的近弱

势群体属性，并没有说明金融作为一种以获取尽可

能高利息为目的的资金运动形式，为什么会服务于

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 国内的内生金融概念最

初源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该种理论在引入不确定

性、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非完全竞争因素的条

件下，借助规模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和风险分

散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

何在经济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后来经济学家们又

从法律制度、文化习俗、利益集团的方面研究了金融

发展，认为这些制度或社会因素是决定交易成本大

小、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因素，

从而形成了新一代内生金融发展理论［11］。国内有

关农村金融内生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

后一种研究模式，即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的“制度

学派”的翻版。但它选择了一个静态的传统农村经

济社会的片段作背景，借以说明民间金融比正规金

融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却忽略了中国农村正处于一

个二元经济急剧转型期，正从一个封闭的、基于家庭

圈层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基于商业化社

区的市民社会。同时，在金融反贫困问题上，还有一

个金融特有的逐利性制约其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不

仅因为这种逐利性通常会借助于一般金融供给与基

于反贫困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的诸多非对称性形成

各种形式的成本约束，使金融在反贫困领域失去生

存空间; 而且即使像小额信贷、民间借贷等一类的能

够在反贫困领域生存下来的特殊金融形式，如果其

逐利性得不到有效控制，也存在着导致收入差距扩

大、甚至是信用危机的后果。例如，2010 年印度安

德拉邦小额信贷危机的暴发［12］，以及近年来中国各

地不断暴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就是这种负效应活生

生的演示。因此，金融逐利性的利用与管控问题也

是金融反贫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就反贫困效应形成而言，金融融资功能本

身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它只有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促成生产增加、经济增长时，才能形成良好的反贫困

效应。因此，基于“经济增长 － 反贫效应形成”的逻

辑结构，可以将金融反贫困效应形成分成 3 种模式:

即基于总量增长的涓滴效应、基于结构性增长的部

门效应和基于局部增长的值域效应模式。其中，后

者强调金融工具的运用与受益群体间存在着确切的

对应关系( 图 1) 。本文是基于费景汉—拉尼斯的二

元经济转型式增长理论，从部门效应和值域效应的

角度来研究农村金融的反贫困问题。

图 1 金融反贫困效应形成模式

二、研究框架与农村金融的

内生性路径分析

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

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刘易斯将二元经济转向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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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转折点界定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

的边际产品现等之时”［13］，而费景汉和拉尼斯将其

定义为农业“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时”［14］。由于

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是农业的生存工

资与工业或现代部门的工资存在着一个差距，并且

这种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从

费景汉—拉尼斯的转折点到刘易斯的转折点就必然

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也就是从两个部门间存在收

入差距到实现以边际产品相等为基础的工资的边际

均衡，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不仅如此，由于农

业与城市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这一条件必然包

含了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

实现这种转型，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世界上许多国

家，如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等国都是通过制定《农

业法》才实现了农业劳动者与城市职业者的收入均

等［15］，就佐证了这种转型的困难性。因此，为了能

够确切地研究农业与农村金融发展问题，有必要将

农业发展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费景汉—拉尼

斯的转折点出现前，农业增长作为服务于现代部门

快速增长“配角”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费景

汉—拉尼斯的转折点到刘易斯的转折点的过渡阶

段，也就是市场力量开始在农业中发挥作用而形成

的“农业追逐现代产业部门”的转型阶段; 第三阶段

是农业与现代产业部门的一元化已经实现，农业增

长与其他部门的增长同等重要的均衡发展阶段。

图 2 的横轴 L 表示农业劳动力数量，纵轴 P 表

示边际产品价值和收入; 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MPP1 与生存工资 IＲW 的交点是费景汉—拉尼斯拐

点 L1，MPP2 与城市工资 W 的交点是一元化拐点 L2。

在下面，我们先在配角型发展的框架下，分析农村金

融与金融反贫困的演化路径; 然后在下一节，在追逐

型发展的框架下，分析农村金融反贫困的发展重点

和主要趋势。

图 2 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

( 一) 基于转型式增长的两种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的内生性实际上源于特定的经济增长

模式及其增长要求。费景汉和拉尼斯将二元经济下

的增长模式看成是转型式增长，即发生于农业时代

和现代增长时代之间的转型式增长［14］。在这种增

长模式下，转折点到来前，农业在增长中的作用呈现

出一种迂回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是

经济增长的主导方面，农业只是处于某种从属的地

位; 而另一方面，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又如此重

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进程。这不仅

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决定着工、农产品的

贸易条件和现代部门的积累水平，还决定着农业劳

动力的释放速度，过慢、过快都不行。这就使转型式

增长内生了脆弱性: 农业增长十分关键，但以城乡经

济差距不断拉大为条件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不断强化

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非均衡增长的同时，又对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压，甚至存

在着使增长链条断裂的可能。因此，这种非均衡增

长的可持续性就决定了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和发展取

向。首先，无论二元结构的逆向压力有多么大，农业

发展的资金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尤其是费景汉—

拉尼斯的“短缺点”出现后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力的资金需求; 否则，转型增长就会夭折。其次，从

纯增长的角度看，由于农村非农经济发展和农户生

活改善的作用主要是为农业发展提供支撑，为劳动

力的储备、均衡转移做出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

为间接，这一方面的金融需求很容易被忽视，这就决

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满足主要来自于农村民间金融。

但是，尽管如此，从维持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这一

方面金融需求的满足实际上发挥着某种维持经济生

态均衡的作用。因为，如果像巴西、墨西哥那样出现

农村凋敝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也会阻碍转型增

长的顺利进行。

( 二) 基本演化路径的实证分析

中国过去农村金融的实际演化过程证实了上述

农村金融的演化路径。在过去 30 多年，如何最大限

度地满足农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始终是牵动中国农村

金融改革的一条主线。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

启动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

恢复了农业银行，初步建立起以农业银行———农村

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轨金融体系。1994 年迫于农产

品流通资金短缺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家又被迫建立

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并于 1996 年启动了以把农信

社办成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改

革，以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缺位的问题。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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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了解决经营负担和债务包袱过重的问题，拉开

了旨在盘活农信社活力的又一轮改革; 2007 年以

后，又以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为主旨，发展了一批

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小额信贷机构等微型金融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资金供给问题，这就保

证了中国的转型增长能够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在

整个过程中，农户生活性融资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基本上处于民

间金融供给主导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二元结构对

农业、农村经济的反压又不断地干扰着农村金融的

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末开始，随着工业化的不断

推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一种不断被强化的趋势

所诱惑的农村金融资金外流和非农化的倾向越演越

烈，对农业、农村金融供给体系造成了反复冲击。不

仅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曾经被人们戏称为农村资金的

“抽水机”，即使直到今天，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等

正规金融的“抽血”功能仍然十分严重。

如何看待这种倾向? 客观地讲，二元经济下的

转型式增长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在能够保证农业同步

增长的条件下，将资金、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入现代产

业部门形成高积累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增长。但

是，如果这种资金与资源的转移阻碍了农业发展，就

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纵观中国农村金融改

革的历史进程，虽然总体上基本满足了农业发展的

资金需要，但其改革进程如此步履蹒跚，对策又疲以

应付，从而使农业仍然处于经济的低凹地; 如今面对

农业现代化，农村金融改革又该何去何从?

( 三) 农村金融反贫困的重中之重

在不平衡增长模式下，落后地区的农村地区承

受着地区与城乡双重经济差距的集合压力，是农村

金融反贫困的重中之重。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

村最先出现的反贫困金融主要是国家支持开办的各

种扶贫贷款，90 年以后开始逐步发展小额信贷。到

目前，可以说出现了所有农村金融机构争办小额信

贷业务的局面，但问题也不少( 表 1) 。

表 1 1995 ～ 2010 年中国城乡空间经济差距

项目 1995 2000 2005 2010

最大城市差距 2． 60 2． 39 2． 33 2． 41

最大农村差距 4． 82 4． 07 4． 39 4． 08

最大城乡差距 8． 45 8． 53 9． 93 9． 30

注: 资料分别来源于 1996、2001、2006、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小额信贷的反贫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但从二

元经济下的增长路径和经济结构失衡对贫困形成的

影响来看，最需要的是针对特定贫困地区农业、农村

经济开发而设立的专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20 世

纪 90 年代初以后，中国空间经济的差距不断被拉

大，到 2010 年，按首位城市计算的最大城乡差距高

达 9． 3 倍，而且首位城市城乡差距值在 6 倍以上有

甘肃( 9． 3 ) 、贵州 ( 9． 17 ) 、青海 ( 8． 24 ) 、云南 ( 8．

06) 、陕西( 7． 76) 、西藏( 7． 69) 等，多达 14 个省份的

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是典型的受城乡、地区

双重经济结构失衡压抑的区域，仅靠自身的力量不

仅很难将结构中的增长潜力挖掘出来，连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的趋势也难以改变，尤其是涉及的范围又

如此之广。因此，只有通过设立大型的贫困地区开

发银行或基金等方式，把资金的投入与干旱农业开

发、山区农业开发、农业科技开发等结合起来，才能

更好地在结构调整和反贫困两个方面取得双赢。

三、后二元经济下的金融

反贫困路径分析

转折点出现后，转型式增长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失，农业劳动力的工资

定价出现了与城市劳动者同工同酬的趋势; 二是农

产品价格波动成为调节农业与城市产业均衡的重要

机制。与此同时，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农村劳动力

与家庭间的关系从传统的家长式或分成式转向像城

市那样的商业关系”［14］。根据这些命题，我们可以

推导出一些农村金融与金融反贫困的重要演变路径

和趋势。

第一，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再取决于维持

生存的最低需要，而是由市场力量来定价，这使得人

力资本投资在这一时期成为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

和反贫困的手段。转折点出现后，农村劳动力转移

进入一个特别艰难而又关键的时期，劳动力供求的

结构性矛盾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一方面，由于劳动

力转移的择优转移原则，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为劳动

力资源的低凹地; 另一方面，不仅产业结构升级的不

断推进提升了劳动力需求层次，而且投资拉动增长

和就业的模式也难以为续。因此，在这一过渡阶段，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无论对农业发展，还是对转型增

长的顺利推进都是极为重要的。同时，由于这时的

农业、农村工资是由市场定价的，技术培训等形式的

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成为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重

要技术路径。对于农村金融发展来说，如何把传统

的局限于物质生产的资金支持模式扩散到人力资本

投资、技术、信息与知识资本开发等方面来，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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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农业与城市产业间的均衡关系进入一个

特殊的转型期，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了产业均衡的

调节作用，从而使粮食产业发展和特色、名优农产品

开发具有了特殊的反贫困意义。转折点出现后，农

业工资开始呈现较快上升的趋势，其实现途径或者

是价格上涨或者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而价格的

调节作用尤为活跃，需求的价格弹性会变得愈来愈

大。这对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来说，意味着必须进

行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否则食品价格的上涨会不

断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遏制经济增长; 而对于特

色、高档农产品来说则是一种发展机遇。因为随着

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人们开始由“吃得饱”转向讲求“吃得

好”，对绿色、生态类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长起

来; 而这种不断扩大的新需求与新的定价机制相结

合，又会使这类农业获得较高收入。值得庆幸的是，

往往一些较落后农村地区又恰好是这些绿色、生态

农产品的最佳生产地。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

业，努力开发市场，在这一转型期就成为金融扶贫的

一条重要路径。同时，重构粮食等食品产业的金融

支撑体系，努力使农业工资的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

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城乡贫困人口都具有巨大

的扶持意义。

第三，转折点出现后，以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为

特征的农业现代化成为转型增长顺利突破难关的关

键。这是因为，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稳定农

产品价格以维持一个较高积累率的机制作用更为重

要了; 也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不断提升农

业工资水平，并逐步使劳动力的再生产由维持生存

型转为效率型。这种工资定价模式的转变又必然会

在城市产业部门中扩散开来，并加速其劳动力再生

产模式的转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一国产

品、服务的定价体系也会逐步改善，从而使一国一个

不变的劳动力总量所创造的价值在世界价值体系中

所占的份额会不断上升。因此，转折点出现后，转型

增长进入对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依赖特别强烈的

时期，并且这时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也不再像

过去那样是一种偶然的、间断的现象，而是几乎表现

为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这种新型的农业均衡模式，

只有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达到。西奥多·W·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基于要素均衡和

要素配置的实现方式将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特征定义

为:“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

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

时间是很短的”［16］。

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转型增长顺利推进

的一个内在要求，它既决定着农村金融的基本演化

方向，也决定了农村金融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例

如，转型增长对农业的低成本与高效率要求，决定了

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合作金融是最佳的形式选择［17］。

第四，农村分配关系的转型将逐步使传统的、以

家庭圈层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市民社

会。在这一转型期，与贫困人口社会资本开发有关

的金融创新将具有极重要的反贫困意义，这就是为

什么像小组贷款、各种农业或社区信用互助组织、合

作组织等金融反贫困形式能够获得较快发展的原

因; 也说明在中国农村及时建立社会保障和合作医

疗体系所具有的反贫困意义。

四、结语

本文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索金融

反贫困问题，回顾了学术界关于研究金融反贫困的

主要理论流派，并基于农村金融的内生性源于转型

增长的资源配置要求分析了演化路径。非均衡增长

模式的脆弱性使农村金融发展陷入结构困境，农村

金融改革已经非常迫切。本文分析了低收入农村地

区金融反贫困的技术路径问题的解决办法，对此应

设立以农业、农村开发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机构。此

外，后二元经济呈现出许多新型特征，由此推导出农

村金融反贫困的主要发展取向是能够支撑农业现代

化的合作金融体系，这包括积极发展以人力资本开

发、特色农产品生产等为内容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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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overty approach of rural finance based on du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CHEN Chun-sheng，LU Yan

( School of Economics，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Shaanxi，China)

Abstract: With the logical structure between anti-poverty and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com-
bining anti-poverty issue with income gap，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trickle-down effect，the limitation
of the micro finance and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rural financial endogeny． It argues that the endogeny of
rural finance is the request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under transi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neven growth pattern makes the rural finance a contradictory structure，which is necessary but with
great reverse pressure，and brings the struggling rural finance reform t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e low-income area is the focus for financial antipoverty，and reg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set up to concentrate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new
traits of the post-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uggests that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ural finance
is to give financial support to human resources and special agriculture products and to establish a coopera-
tion financial system to suppor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financial anti-poverty; post-dual econom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pecial agriculture product

35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第 16 卷 第 1 期


